
1

2020年第4期

论中美“关系危机”

王俊生  田德荣

摘 要：“关系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状态：国家间关系

从和平走向冲突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对抗。这种过渡性对抗既有别于国际危机

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军事对抗性质，也有别于国家间非军事化竞争表现出的那

种模糊状态。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国家间利益冲

突带来的消极互动是“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间敌意则是“关系危

机”螺旋上升的直接原因。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

互影响的研究路径，运用“接触—内化—绑架”框架来解释国家间的消极互

动，同时论证敌意得以产生并呈螺旋上升的逻辑。文章最后以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中美关系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此概念，认为积极的危机管理能对“关系

危机”产生积极影响，可以缓解危机状态。但是，危机管理毕竟只是一个过

程而并非结果。因此，冲突在危机管理过程中仍有可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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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国家间关系包含了“从和平到战争”之间的所有
关系状态。具体来说，国家间关系是由“联盟—伙伴关系—争端—危机—战
争”等多种关系状态组成的，从和平时期一直延伸到战争状态。众所周知，
国家间关系来源于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互动，因为国家时常难以对他国意图
进行判定，互动是国家了解彼此意图的有效途径。国家间互动既包括积极互
动，也包括消极互动。a消极互动是指在国家间互动中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
的状况，既包括物质利益受损也包括观念因素受到伤害：前者如丧失领土、
人口或者经济收益；后者如遭到背叛、欺骗或者蔑视等。消极互动常带来国

a 消极互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必过于深入讨论的一个概念，因为国家在互动中通常不能判

定其互动的性质。因此，无论是积极互动还是消极互动，更多的是指互动对国家认知的影响。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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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间的敌意，而敌意则必然导致国家间产生“关系危机”并呈螺旋式上升趋
势，最终推动矛盾走向不可调和的结局。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多集中于“国际危机”（international 
crisis），但国际危机并不能解释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所有冲突现象。有鉴于此，
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研究成果，从国家间
互动引起国内民意变化而国内民意又影响外交关系这一逻辑入手，探讨国家间
消极互动与敌意对“关系危机”的影响过程与结果。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
对“关系危机”概念进行辨析；然后分析国家间陷入“关系危机”的逻辑，并
以中美关系为案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关系危机”的管理方法。

一、概念界定：竞争、国际危机与“关系危机”

国际关系学界对“关系危机”这一概念尽管也有所提及，但多是把“关
系”作为先天给定的因素加以阐释，实际上是把“关系危机”作为一种正常
的国际现象来对待而已。a近年来，东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依据不同学术传统，
在理论对话和思辨中，共同推动了以“关系本体”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发
展，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关系转向”的发展趋势。b其中，从理论上阐
述国家间“关系”比较深入的莫过于“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
关系通常被定义为“建立和维护错综复杂而又无处不在的关系网络，这种关
系网络产生于成员之间无限利益交换的实践，并受到彼此义务、保证和相互
关系的约束”。c关系互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为国际行为体提供了一
种友好的感觉，促使社会进程个性化，而且还可以让这一进程充满给予、接

a  例如杨奎松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就使用了“关系危机”这一概念。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

（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

90–102页。

b  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79页。

c  Emilian Kavalski, “Guanxi or What Is the Chinese for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8, No.2, 2018, p.404. 有关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文

献，可以参见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秦亚青：

《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苏长和：《关系理论

的学术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

路径与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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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回报的期望感，并确保所有行为体都可以有机会参与“关系游戏”。a不
同于西方学者长期以来把关系当作先天给定的因素，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理
论的研究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关系入手对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弥补了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研究的不足，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作出的重
要学术贡献。

在概念上，本文所提的“关系危机”区别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学术范畴：
一是关于国家间竞争的研究；二是关于国际危机的研究。国家间“竞争”是
一个模糊而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竞争的烈度也难以界定，因为国家间有目
的的对抗都可以归纳为竞争。为了更加准确描述当前中美国家间关系状态，
王帆教授在分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时，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战略临界
点，美国已经开始对华采取“限制性竞争”策略。b但是，学界在描述当前中
美关系状态时更常用的概念是“战略竞争”。本文认为，无论是“限制性竞
争”还是“战略竞争”都是对竞争概念的一种限定，都是缩小了竞争的概念
范围，但竞争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适用范围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
化。鉴于国家间竞争的概念过于模糊且缺乏严格的学术界定，本文对“关系
危机”与“国家间竞争”不做学理上的严格区分，但认为“关系危机”比竞
争的概念更明确、更严格，也更学理化一些。因此，本文这里重点对“关系
危机”与国际危机进行区分。

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研究的重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使世界处于核大战的边缘,促使国际关系学者思考
国家应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避免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相关问题，从而
使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危机走进学术视野。从对危机的定义出发，学界对危
机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的两个层次上：一是单元层次上的国家外
交政策领域；二是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危机。c

政策型危机指的是“某一国家在与任何其他国际行为者（们）的关系中

a  Emilian Kavalski, “Guanxi or What Is the Chinese for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p.404.
b  王帆：《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1期，第137页。

c  邱美荣：《国际危机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42页。关于危机定

义的讨论，可以参见刘卿：《国际危机机理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0–11
页；顾德欣：《国际危机的预防与处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第4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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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战争连续进程中的一个断点”。a外交政策领域的危机研究，从内涵
上看，通常都是具体的问题领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传统安
全领域的危机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也在不断凸显出
来，如金融动荡、石油短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以及恐怖袭击、流行性
传染病所导致的危机，等等。b政策性危机关注的是作为政府人员所面临的突
发性的外交危机及其所做出的决策。政策型危机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可
控性较大。政策型危机大多都局限于具体的问题领域，虽然有可能扩散到其
他问题领域，但通过应对，这些危机一般都能够得到管控。二是影响范围有
限。政策型危机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通常都非常有限，一般不会动摇双边关
系的基础。国家通过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通常都可以弥补具体问题领域出
现的危机所带来的损失。

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危机研究通常都把国家看作为一个整体，借此探索国
际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影响。奥兰·杨（Oran R. Yong）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
发，认为国际危机是“一系列迅速爆发的事件，这些事件使不稳定性对整个
国际体系或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影响都超过了正常水平，并增加了在系统内部
发生暴力的可能性。”c奥兰·杨对国际危机所下的这一定义，不仅包含了
当前学者们所界定的危机特征，而且也考虑了体系对危机的影响。但是，有
些学者并不认同基于国际体系对国际危机所下的定义。理查德·内德·勒博
（Richard Ned Lebow）从国家层面入手探讨了国际危机问题，认为一场国际
危机应有三个可操作性的标准来界定：（1）一国决策者认识到另一国家的行
为或威胁要采取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
保持自身政治权力的能力；（2）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应对威胁所采取的行
动（除投降外），将极大地提升战争的可能性；（3）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己
必须在时间紧迫的局势下采取行动。d

a  赵绪生：《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
期，第23页。

b  潘光：《当前国际危机的新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
第5期，第40页。

c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

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d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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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体系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阐述国际危机，其特征都包括威胁感
知、决策者焦虑增加、对可能发生暴力的预期，以及必须在压力环境下基于
非完全信息做出重要及影响深远的决策等特点。a简而言之，作为冲突的一种
表现形式，国际危机集中表现了国家间对抗的时间和烈度，体现出了激烈军
事对抗的特点。可见，用国家间竞争一词无法准确解释国家间所出现的既区
别于高度军事化对抗的国际危机又区别于国家之间相互博弈的所谓“中间状
态”。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这种中间状态定义来描
述国家间“关系危机”，以体现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过程中的对抗。
简单来说，国家间“关系危机”越过了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友好范畴，但尚未
陷入军事对抗的状态之中。这种“关系危机”并非一蹴而就，通常情况下都
是国家间敌意长期消极互动的结果。

在“关系危机”存在的背景下，国家间也可能会产生合作行为，但往往
仅局限于“低端政治”（low politics）领域，因此，这种合作在向“高端政
治”（high politics）领域前进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因为一旦一方
率先展现出明显的敌意，另一方就会基于已有敌意而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从而导致双方进入相互敌对的螺旋上升状态中去，双边关系因而陷入“关系
危机”。在“关系危机”状态下，持续上升的对抗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和
冲突，甚至会爆发战争。

二、“关系危机”的根源：消极互动与敌意影响

国家间如果不存在任何接触或沟通，通常都不会造成敌意或者友好认
知，只有相互接触或沟通的国家才会逐渐形成对他国的认知，进而对该国形
成相应的态度。b有关这种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之
中。众所周知，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建立在批判以体系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
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的政治现
象涵盖了从单个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外交行为和大战略调整模式到国际体

a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b  这里实际上排除了一些国家由于受到大国绑架、虚假宣传和欺骗而对他国产生敌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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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构本身的演变等。a

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成果之一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为本文
提供了指导框架。“双层博弈”模型认为国家决策者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通常
都同时面临着第一层次的国际层次博弈和第二层次的国内层次博弈。在这两
个层次的博弈中，国家决策者最后同相关国家达成协议。b在这一分析框架的
启发下，本文建立了“接触—内化—绑架”分析框架用来剖析国家间消极互
动与敌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这只是对复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
一种简化分析。

（一）接触：消极反馈

国家间的一次消极互动就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敌意可能仅产生于一
个国家，即一个国家对他国的单方面敌意；也可能是国家间相互的敌意，即
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彼此对对方怀有的敌意。在进行分析问题时，我们必然
会首先遇到是否有必要区分国家的大小和强弱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国家无论
大小和强弱都会在消极互动中产生敌意，因为敌意来源并不区分国家大小强
弱。但是，国家的大小强弱会影响国家手段以及策略的运用。国家间接触起
源于两国交流与互动的历史，但在敌意形成过程中，历史并不决定一切。敌
意的形成取决于国家在与他国互动中的消极反馈，而消极反馈大致可以分为
如下两类：一是物质反馈；二是观念反馈。

物质反馈主要是指客观利益受损。国家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间互动的方式以及领导人的认知。领导人的认知决
定了国家想要得到什么；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家能够得到什么；国家间
互动的方式决定了国家能不能得到其所追求的利益。在这三个层次中，领导
人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国家间的互动，但由于受制于国际体系的因
素，国家能够活动的范围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不得不时刻关注其成本与收益
的平衡问题。一旦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国家就会出现利益受损。利益受损
有时候是较轻的，有时候则是比较严重的。

观念反馈主要是指主观利益受损。国家不仅是一个物质行为体，也是

a  [美]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

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b  Robert D.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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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念行为体，而且在最根本层面上，是观念在规定着行动的领域和可能
性。a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互动中如果接收到负面的观念反馈，让自己在心理上
受到了伤害，也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国家敌意首先是观念的产物，但有时
也是物质利益受损在观念上的反映。作为一种观念，国家对在互动中收到的
负面反馈，会引起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在大众政治普及背景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家间“关系危机”是消极互动与敌意的产物：消极互动引起敌意，
敌意反过来影响互动；二者共同推动国家之间的关系进入危机状态，进而形
成“关系危机”。

尽管一次消极互动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但是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历
程，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消极互动都可以导致敌意的产生，甚至较
为激烈的对抗也不一定就会导致国家间敌意的形成。原因为何？本文认为，
单方面的消极互动通常不足以导致敌意的产生，国家只有内化了消极互动中
产生的负面情绪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敌意。

（二）内化：国内认知

利益受损、受到蔑视等消极互动如果经过政府的刻意引导，会逐渐让全
体国民对他国产生“标签式”的刻板认知，从而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敌意。因
此，内化过程在形成国家间敌意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我们
要区分两个重要的内化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的内化模式；二是民间自发的内
化模式。

1. 政府主导模式
外交决策是应对国家外部刺激和事件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国内因素做出

反应的结果。b无论政府是否主动决策从而卷入与外部的互动之中，但互动的
结果都会通过传媒传导给本国的民众：一方面，如果互动是消极的，政府为
了避免承担后果，通常会通过官方媒体来塑造政府也是受害者的印象，声称
互动不平等，借此以获得人民支持而维持其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过分
批评对手而激起国内民族主义甚至国家对立情绪，以获得国内政局的稳定。
如果政府塑造的对他国的认知与人民的现实认知相符，那么它就是可信的观

a  [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著，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

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b  郝雨凡、林甦主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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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通常，意识形态化的认知是国家对他国身份刻板认知的最稳定形态。

2. 民间自发模式
有时，政府在国际互动中会收到消极反馈。如果政府认为这种利益损

失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可以通过在其他问题领域里的讨价还价来弥补这种利
益损失，那么就不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而是通过“冷处理”方式来实现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了
参与舆论的便捷,而舆论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里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a 其结果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民众对政治关注的成本在不断降
低，导致其政治参与程度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如果受到不充分信息、知
识结构、别有用心的刻意引导等因素的影响，民众会对国家在消极互动中的
反馈产生自发的内化，而这种内化往往都是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相
结合的。因此，民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化认知一旦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
来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给政府外交决策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更
有甚者，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民众的认知预期，民众就可能会对政府失去
信心，认为是政府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受损。

通过这两种内化方式，民众不仅可以认知到同他国的消极互动所带来
的消极反馈，而且还能够对他国进行情感认定，从而形成对他国的集体性敌
意。但是，民众并不仅仅停留于学习、内化的阶段，还会通过社交媒体、游
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身的态度和看法。这就必然会牵涉到下一个环节，即
舆论绑架外交政策。

（三）绑架：对外政策

一国民众的集体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如果强行改变民众的认
知，就有可能会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有可能导致政府丧失其合法
性。社会物理学的社会燃烧理论认为，只要社会上出现“积怨”，一旦遇到
一个“导火索”事件，就易激发群聚效应。b“社会燃烧现象”在国际关系中
也屡见不鲜。政治领导人往往为了自身政治命运而不敢轻易违逆民意，通常
都是顺从或者引导民众舆论。这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容易被民意“绑架”的
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民众“绑架”政府的外交决策还是政府“绑架”民

a  孙红：《试析国际关系中的逆向公众舆论》，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63页。

b  社会燃烧理论是社会物理学的一个概念，由牛文元院士于2001年首次提出，其核心内容

是社会稳定通常会受到社会燃烧物质、社会助燃剂和社会点火温度三者相互作用的影响。参见牛文

元：《社会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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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来达到反对他国的目的，都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然而，一旦政府在对外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国内民意的影响，那么其灵活

度就会受到影响，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很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甚至还可能成为纯粹民意的发声筒。显然，如何形成外交决策与民意之间的
良好互动，是国家外交决策部门的重要考虑之一。与国际政治相比，一般而
言，国内政治对决策者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丧失民众的信任就等于自身政
治前途的“自杀”。总之，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做重大决策前和决策时，都会
考虑其决策可能带来的民意反噬效应，甚至还会提前进行舆论试探和引导。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足以消解民众在突发性事件上形成的舆论压力，有时还
会产生反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接触—内化—绑架”是一个内嵌于国家互
动过程中的“逻辑链条”，它可以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紧紧地拴在一起，
从而形成整体联动效应。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但
无论是哪一个阶段，如果只是单独地出现，都无法形成该国对他国的真实敌
意。只有这三个阶段都出现且形成了“闭合循环”之后，该国民众对他国的
认知才会逐渐固化，该国对他国的敌意才会形成。因此，敌意的深化通常都
是国家间这种模式接连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模式连续出
现，国家间的敌意才会被不断加强起来，甚至固化下来，在此背景下，任何
缓解敌意的积极互动也都将会变得艰难起来。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

国家间的消极互动经过“接触—内化—绑架”这一闭合循环模式之后
就形成了国家间敌意。建立在敌意基础上的国家间关系必然表现出某种不稳
定状态，导致相关国家非常容易跌入“关系危机”。回顾国际关系史可见，
陷入敌意螺旋互动的国家通常最后都会走向“关系危机”，这样的案例不胜
枚举，比如当前的美伊关系、印巴关系等。为了对“关系危机”概念进行详
细分析，本文选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其主
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在内容上和呈现出来的状
态上都非常丰富，既有军事冲突，又有“准结盟”，同时也陷入过“关系危
机”；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我们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
对两国关系进行考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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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正值美苏两国对世界的争夺逐渐白热化之际，当时两极格
局逐渐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其外交走向对世
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受制于多
重因素的作用，中美间消极互动最终占据了上风，国家间敌意随之产生。但
后来当两国共同面临苏联的压力时，中美又形成了“准结盟”关系，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当然，中美两国这种“准结盟”关系以
及随后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显然具有不稳定性，甚至可以说是权宜之计的产
物，因为一旦共同威胁消失，两国间的消极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敌意
又会将中美带入“关系危机”的状态之中。

（一）敌意认知的生成与发展

本文把中美交往的历史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美双方敌意的产生；
另一部分是中美双方敌意的螺旋上升。朝鲜战争前后的中美较量使新中国对
美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敌意。敌意可以是单方面产生的，但当时的中美间敌
意则是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双方同时都对对方具有敌意。从逻辑上讲，中美
间的相互敌意在各自的国内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因而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加之两国间的相互敌意和结构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美关系更具复杂
性和长期性，在此背景下要想通过增信释疑的手段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的确比较困难。

1. 新中国对美国敌意的产生
从中国方面来看，对美国的敌意主要产生于朝鲜战争前后的消极互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首要外交课题就是在国
际上辨认“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
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很快就抛弃了
这一幻想，a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接收到了消极反馈。

第一，物质利益受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国际
上美苏冷战已经渐成气候，美国把新中国的成立视作是美国在东亚的重大损
失。首先，美国拒绝承认新生的中国政府，继续维系其与台湾所谓“中华民
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其次，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试图促使中国经济走向

a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关

于这一史实，可以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载《历史研究》，1994年
第5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

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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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再次，介入朝鲜战争，通过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来直接威胁新中国的
安全；最后，构建其主导的东南亚联盟体系，构筑针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包
围圈。a总之，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
强大压力。

第二，观念上受到敌视。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对抗的
措施：首先，它认为新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因而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
政权；其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岛，认为台湾岛是西方“自由世
界”的一部分；最后，认为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原本就是一些具有强烈的
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革命者，成为执政者后必然会将意识形态斗
争扩大到世界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美国人对新中国的仇视和轻蔑, 不仅极大
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民基于意
识形态之上的敌我判断。b

第三，政府与民众认知的合一性。受制于信息传播介质的缺乏，民众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获取的国际信息极为有限，但鉴于民意与政府认知的高度一
致性，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敌意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众对美国的敌
意认知。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一方面把苏联界定为
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表明了新中国要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坚定决心；另
一方面把美国界定为霸权国家，同时把自己摆在了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和反对
者的位置上。新中国的民众对美国的敌意认知一开始就是这样形成的。

2. 美国对新中国敌意的产生
从美国方面来看，其对新中国敌意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失去了中

国”，认为自己在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上都受到了伤害。
第一，物质利益受损。从物质利益上来说，美国对华战略一直服务于其

全球战略。在美国与苏联陷入冷战之际，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建
立，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国际战略格局呈现出“东升西
降”的态势，打乱了美国的所谓“全球部署”，削弱了其在全球的权力分配
优势，这是美国当时遭受的最大物质利益损失。

第二，观念上敌视新中国。从观念上来说，美国对新中国从一开始就

a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第39页。

b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

向》，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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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这与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反共观念和宣传密切相连。一
方面，美国认为新中国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对美国的一种“威
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在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谁该为失去中国负责”
的大讨论，从而扩大了美国国内反共力量的影响，强化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
意认知。

第三，民众与政府在对新中国的认知上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态势。新中国
的成立加深了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从而促使其进一步提升了国
内反共宣传的力度。尤其是，在1950年到1954年间，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美国国内掀起的一
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也称为“麦卡锡主义”，对当时美国的政
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2000万
美国人遭受迫害。a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美国政府依靠国家机器，在国内社会
里大张旗鼓地确立了反共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其对新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也
越来越强硬起来。

在物质利益受损和“麦卡锡主义”共同作用下，美国开始执行坚定的遏
制中国政策。敌意不再是中美两国哪一方的事，它成为了双方的共同选择。
此后一直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阶段，中美陷入了长达近30年的
“关系危机”状态之中。在此过程中，两国的军事力量也参与其中，双方随
时都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尽管两国从未走向战争，但每一次对抗和冲突都
加深了彼此间的敌意，导致任何单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都难以有效改善双边
关系。

（二）敌意螺旋的加深

中美关系自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因体系层面的冷战格局、国家层面的利
益之争和领导人层面的外交思想不同，而很快陷入了消极互动的状态之中，
并在“接触—内化—绑架”的闭合循环中不断产生新的敌意。敌意可能是暂
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长期的敌意必然来源于多次的消极互动。为了直
观地表现这一阶段的互动过程，本文选取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
节点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但需要指出的是，互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单个的
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当被视作一个连续体或一个完整的过程。（见表1）

a  赵梅：《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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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美关系互动与状态（1949-1979年）

发生时间 单元互动 互动方式 互动结果 关系状态

1949—1953年 朝鲜战争前后 消极互动 敌意产生 战争状态

1954年 第一次台海危机 消极互动 敌意上升 关系危机

1958年 第二次台海危机 消极互动 敌意上升 关系危机

1961—1971年 越南战争时期 消极互动 敌意上升 战争状态

1972年 基辛格访华 积极互动 敌意缓解 ——

1979年 中美建交 积极互动 敌意缓解 “准结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史材料自制。

在1949–1972年的23年间，中美一直都在进行消极互动，敌意因而没有机
会得到缓释。例如，朝鲜战争后，中美间的敌意进一步固化。中国自朝鲜撤军
后，中美两国间的军事对抗虽然得到缓解，但中国始终没有摆脱来自美国的军
事压力。直到1972年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访华，中美两国基于共同
的苏联威胁而走到一起，形成了冷战后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此时的中美关
系也被学界称为“准同盟”关系。从1972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并不稳定，从
最初接触到建立外交关系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建交以后，尽管双方毕竟摆脱
了直接军事对抗的梦魇，但中美在很多问题领域里依然存在对抗，两国间的敌
意依然长久得不到缓释，这又为两国重新陷入“关系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1979年开始，两国虽然在具体问题领域里仍存在着对抗，但是中美
关系总体稳定。这既得益于中美之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互动，也得益于中美
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围绕台湾、“人
权”、贸易等具体问题，中美之间仍旧针锋相对。在此期间，两国还两次陷
入了“关系危机”状态（见表2）

表2 中美关系互动与状态（1979年至今）

发生时间 单元互动 互动方式 互动结果 关系状态

1989年 西方对华制裁 消极互动 敌意上升 “关系危机”

1999年 “炸馆事件” 消极互动 敌意 国际事件

2001年 “撞机事件” 消极互动 敌意 国际事件

2018年至今 中美贸易战等 消极互动 敌意上升 “关系危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史材料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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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发起了对华制裁行动，中美关系由稳定向好转
变为了具有对抗色彩的制裁与反制裁博弈局面，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关系危
机”之中。但随着中美领导人均对国内发展议程越来越关注，其危机管理方
法的运用也比较适当，双方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因此而继续加深下去。后来，
由于美国与西方国家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中美关系因而走出了“关系危
机”的阴影，重新焕发出生机。这是国际关系中大国对“关系危机”的管理
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1999年，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波
涛汹涌的民意浪潮顷刻间强化了对美国的敌意。民众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
硬措施，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不小压力。直到当年5月9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就
此事发表电视讲话后，a中国政府成功地引导了国内舆论发展走向，从而防止
了民众对美国敌意的扩大，同时也防止了民意绑架政府外交现象的发生，再
一次避免了中美陷入“关系危机”之中。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也是如
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为了更好地管控双边关系而于2017年建立
了四个高水平的双边对话机制，但是很快证明这些对话机制在减少和消除特
朗普政府对华敌意问题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威胁中国，说他当选美国总统后将会对中国输美商品
征收高额关税，以扭转对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2018年7月6日，特朗普
政府对中国产品正式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从此开始。b随后，中美在经
贸问题上的对抗逐渐升级。两国政府尽管围绕贸易问题展开了多轮磋商，并
在2020年1月达成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最后不仅没有解决贸易
纠纷问题，美国还同时把这些矛盾和纠纷延伸到了其他领域。美国特朗普政
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不仅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c而且
还要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过程中推行“全政府对华战略”（a whole-of-
government strategy on China），d试图通过在各级政府中统一步调并动员所有
美国资源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和对抗。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让中美关

a  《强烈抗议北约暴行》，http://www.people.com.cn/item/kangyi/199905/09/050966.html，
登录时间：2020年3月21日。

b  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回顾与展望》，载《债券》，2018年第8期，第32页。

c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18, 2017．
d  左希迎：《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80期，转引自《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评估:两国经

济短时间无法脱钩》，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4–10/doc-ihvhiewr4723132.shtml，登录时

间：20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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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迅速紧张起来，而且还把本就存在敌意与不信任的两个大国带入了“关系
危机”之中。现在看来，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并非是多因素叠加造成的周期
波动幅度过大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上长期
消极互动的累加结果。a当然，中美关系走向对抗，消极互动发挥了重要的桥
梁作用，但是，相互间的敌意认知在随后发生的全球性新冠疫情这个突发事
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两国间的“关系危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席卷了整个世
界，形成全球大流行疾病。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压力，中美本应合作抗疫的
局面始终没有出现。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反而通过直接造谣和“污名化”
中国来转嫁其国内抗疫不力的现实，同时动员建立国内国际“反华统一阵
线”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这些负面的行为投射到中国民众身上，很自
然被视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与恶意表现。当前，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
为转嫁国内矛盾的主要对象并动员国内外力量全面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两
国在南海、台海、东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大。尽管中美双方都并未宣称要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彼此间存在的
争端，但如何防止两国间的“关系危机”向具有军事冲突性质的关系状态发
展，的确是当前摆在中美面前的紧迫课题。

四、“关系危机”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从逻辑上来讲，“关系危机”将会把国家间关系导向两种结果：一是
具有军事冲突性质的国际危机或战争；二是经过协调后实现和平。尽管战争
是国家间直接对抗的最高形态，但在国际关系中由危机导致的战争也并不鲜
见。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眼光放到如何塑造可行的协调路径以阻止战争爆
发的问题上。“关系危机”源于国家间的敌意，而敌意则来源于国家间的消
极互动。因此，消除国家间的“关系危机”需要从消除国家间的敌意入手，
即通过积极互动并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关系危机”
的终结需要国家间不止一次的积极互动，从而达到逐步消除两国间的敌意认
知这一目的。据此，国家间的“关系危机”管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a  肖河、徐奇渊：《国际秩序互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

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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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意起始阶段，我们要通过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入手来阻断“接触—内
化—绑架”循环的产生，更不能使其形成闭合；二是在“关系危机”过程中
进行积极互动，相互协调，防止“关系危机”螺旋升级。

中美之间的敌意交织着大国政治博弈等诸多因素，因而更具多元性和复
杂性。目前，从美国的角度看，其政府正在极力塑造对华敌意。回顾新中国
建立以来70年的对美外交历程，可以说中国始终秉持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
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理念，a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原
则。本文认为，要斗争，就要讲方法、讲策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不
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进行危机管理。

（一）重视周边外交，平衡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中美关系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外交领域。中美关
系稳定则可以促进中国的周边环境稳定，反之，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也可以
限制中美“关系危机”的升级。很早以前唐世平教授和张蕴岭教授就指出，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中美关系具有的不稳定性，中
国实际上是在执行着一个旨在抵御中美关系有可能发生恶化的周边战略。b

习近平在2013年召开的新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主张，并在随后的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足见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将“大国
外交”和“周边外交”同等对待。由于对美外交长期是中国“大国外交”中
的重中之重，这次外交调整就修正了中国外交中对于中美关系的过分倚重
状态。由于中国、美国、中国周边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利益与联
系，新的调整实际上可以起到限制中美“关系危机”的可能升级的作用。比
如，如果中国周边外交富有成效，彼此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特朗普政府就很难动员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施压。这样，中国周边地区就会
成为阻止中美“关系危机”走向“国际危机”的缓冲地带。

（二）加强首脑外交，政府层面要增信释疑

首脑外交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的外交手段，在发

a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年版，第743–744页。

b  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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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建立、促进国际信任与合作，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
推动裁军和军备控制，以及促进区域一体化等诸多方面和领域里都发挥了十
分积极而特殊的重要作用。a当前，全球治理问题不断增多，但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加之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不断发展，都给首脑外交
提供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平台。这导致国家元首互访成为常态，首脑外交
面临的技术障碍也越来越少。由于首脑外交会影响政府决策，而政府决策又
会通过媒体传导给民众，从而为国家解决诸如“关系危机”等各种问题和矛
盾提供了有效途径。尽管当处于危机的双方都没有意愿接触时这一外交方式
无法取得危机管理的效果，但首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塑造本国国内的民意
认知。就此而言，面对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对中国的“污名化”言
行，中国始终在政府层面直接批评特朗普本人，其目的在于为两国开展元首
外交提供回旋余地，从而避免中美关系从“关系危机”走向“国际危机”。

（三）重视公共外交，加强民间往来

公共外交的主体通常是一国的政府，其客体通常是国外的政府与公众。
但是，要赢得外国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的沟通手段。b据
此，我们要综合运用二轨外交、一轨半外交、民间外交等不同的外交手段，
随时抓住合作的窗口期，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互相了解，扩大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影响力。沟通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国民间的交往会起到加强理解与
合作的作用，从而减弱战争的危险。c当今网络技术的普及化，使得公共外交
成本在不断降低，从而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便利。通常，当国家处于
“关系危机”时期，如果其交流的大门没有完全闭合，就为另一方传递政策
信息或表达立场和态度提供了机会，而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点也为我们开展
与美国的公共外交提供了条件。

（四）释放明确的信号，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方国家产生错觉的机会

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产生错觉，并且大多数错觉
都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d这就要求国家
从产生错觉的根源入手，通过传递准确的信号来尽可能地消除对方产生错觉

a  赵可金：《首脑外交及其未来趋势》，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2期，第57页。

b  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106页。

c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d  秦亚青：《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载[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

政治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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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一是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应明确表达处理具体问题的原则、底线和
要求；二是在舆论引导方面要加强管控；三是在军事训练等方面也要格外谨
慎行事，避免被对方误解。这样，我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战略模糊及其
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入手，阻断“接触—内化—绑架”的
循环，使其不能闭合，是防止和消除国家间“关系危机”的可行方法。

五、结 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敌对的国家是最应该为国际体系中发生的战
争与冲突负责任的国家，因为相互敌对的过程会不仅会增加国家间的不信任
感，而且还会加重对国家安全困境的认知，更容易导致该国制定军事化对外
政策的倾向。a本文通过解释国家间的敌对状态，提出了“关系危机”这一概
念，为国家间的相互敌对及其后果以及如何化解“关系危机”提供了一个解
释框架。

国家间的一次消极互动，如果经历了“接触—内化—绑架”的闭合循
环，就足以产生敌意。因此，敌意可以是单方面产生的结果，也可以是双方
同时产生的结果。本文认为“关系危机”同国际危机有着密切联系，但同时
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因为在敌意存在的前提下，尽管相关国家之间仍然存在
合作的可能性，但对“关系危机”的管理往往非常困难。理论上看，相关国
家对“关系危机”的管理大体上导向两种结果：一是通过相互协调后达成和
解，恢复和平状态；二是管理失败，两国关系跌入国际危机或战争状态之
中。显然，国家间多次的积极互动能够形成协调关系，可以营造良好的互动
环境，这是解决“关系危机”的一种有效途径。

习近平多次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
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情和国情的深刻把握。b“大变局”
不仅意味着机遇的增多，更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增多，发生危机的机会也相应

a  [美]江忆恩著，郎平译：《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2006年第8期，第71页。

b  王俊生、秦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7期，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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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定要坚守住自身的外交底线，坚定地维护国家
的核心利益，同时要运用多种外交手段，充分发挥外交智慧，尽可能避免与
任何国家走向“关系危机”，更要避免与有关国家产生的“关系危机”升级
为国际危机或战争。

（作者简介：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北京，10007；田德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北京，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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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lationship Crisis” Among Nation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Sino-US Relations

Wang Junsheng Tian Derong

Abstract: “Relationship crisis” is a special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a 
transitional state of internation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peace and conflict, which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highly military confrontation state show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vague state of demilitarized competition among 
nations. “Relationship”is shaped by the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Therefore, the negative interactions brought by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among nations are the root 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crisis,” while the hostility 
among nations is the main or direct cause of the spiraling “relationship crisis.” 
Drawing on the path of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laimed by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framework of 
“contact-internalization-abduction” to explain the negative interactions among 
nations,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logic of the emergence and spiral-like rise of 
hostility. Finally, this paper takes Sino-US relations as a case to further analyze this 
concept, holding that positive crisis management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crisis.” However, crisis management is only a process rather than an 
outcome. Therefore, conflicts may still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 “Relationship Crisis”; Hostility; Crisis Management; Sino-US Relations


